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电

A05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李秀芹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严勇杰

·新中国峥嵘岁月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
组织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在保定举行，宣布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1951年 11
月全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来的第
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接督促
案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
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天津
地区任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革命
战争年代，他们曾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
供，坚贞不屈；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自
傲，贪图享乐，不顾党纪国法，贪污克扣国
家救灾粮、河工粮、飞机场建筑费、地方
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治河民工工资、银行
贷款等国家财产，为数达1716272万元
（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
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

经济损失。
1951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

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华北局将
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
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
行）”。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
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由河北
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
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
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
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
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
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
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
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
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
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
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
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清
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期也曾
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川渝大
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
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3
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了
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
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
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个县发动了
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
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
道岔和某些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
承担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
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上
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
够制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
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业

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
工的工厂恢复了生产，
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
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
料、参加筑路增加了
收入。这使沿线人
民更加热爱自己的
铁路，筑路民工更加
尽心地为铁路服
务。民工提出口
号：“保证火车不在
我做的路基上出事
故！”沿线农民组织
起护路队，许多妇
女深更半夜还在线
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
成通车，形成了新
的交通系统，密切
了城乡之间的联
系，促进了工商业
的繁荣，为西南的
工业化建设铺平了
道路。

蜀道之难大改观

1953年10月27日，新建成的鞍山钢
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国
第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来了。这标志着
我国在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
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十
分薄弱，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1952年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新中
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要优
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
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涉
及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重型
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电力等方
面。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
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
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

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

调动了各行各业劳动者
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业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诸多
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
1954年7月，“初教5”飞机
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
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
阶段；1956年7月，载重量为4
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志
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
术；1956年9月，国产B2-34中型
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
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
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
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
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
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
初步改变。

登上国际舞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
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

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
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府代

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登上国
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
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

议。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经过多方努力，会议达成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外，
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真诚、
坦率、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
过、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
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逐渐成
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
非会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
共产主义。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
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会上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
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
更多的国际朋友。

根本政治制度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
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此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26名代表（实际到会 1210
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生的。1953年 2月，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
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各地
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等于
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
代表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
范李顺达、耄耋老人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女工郝建秀
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顺利开幕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
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会议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我国人
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正式确立。

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